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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现实技术对元伦理学困难的克服
——以格林式实验伦理学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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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格林式实验伦理学的研究成果虽能回应“进化揭穿论证”对道德实在论立场的挑战，但实验

中采用的问卷调查法会引发不保真、错误响应与延后性困难。如果采用虚拟现实技术克服这些困难，那

么格林式实验伦理学的研究成果将能更好地回应“进化揭穿论证”对道德实在论立场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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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eene's experimental ethics can respond to the “evolutionary debunking argument” However, the 
questionnaire survey method has non-fidelity, error response and delayed defects in this study. Using virtual reality 
technology to overcome these shortcomings can make Greene's experimental ethics research better respond to the 
“evolutionary debunking arg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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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揭穿论证”强有力地挑战了道德实在论

立场，这是著名的元伦理学难题。格林式实验伦

理学的研究成果可回应“进化揭穿论证”对道德

实在论立场的挑战。然而，格林式实验伦理学的

研究成果在回应此元伦理学难题时还存在困难：其

中使用的问卷调查法引发了不保真、错误响应与

延后性三个困难。本文认为使用虚拟现实技术可

以克服这些困难。

一、进化揭穿论证

“进化揭穿论证”与达尔文提出的进化论思想

有关。在使用生物学的思想考察道德观念后，达

尔文指出，动物或者人的社会本能是道德感产生

的本质基础。他更进一步推论说，生物的道德观

念是自然起源的。[1]“揭穿”意味着从根源上动摇

被揭穿对象的合法性或合理性。揭穿论证的工作

原理是通过考察事物内部的情况，降低事物的地

位。[2] 依据上面的陈述，我们可以知道：“进化揭

穿论证”就是通过说明“生物的道德观念是自然

起源的”来进行的论证。

进 化 揭 穿 论 证 中 最 为 有 名 的 是 斯 特 里 特

（Sharon Street）的论证。（[2]，p.18）斯特里特在

《价值实在论的达尔文困境》中指出：由于进化论

能作为道德信念表现的原因，所以人们没有理由

相信属性或道德事实存在。[3] 斯特里特的进化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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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论证是哈曼问题的延展。哈曼（Gilber Harman）

认为道德属性或道德事实的存在除了可以为道德

信念的表现提供本体论解释外，什么作用也没有；

按照奥卡姆剃刀原则，如果道德属性或道德事实

无法提供任何作用，那么人们就应该认为道德属

性或道德事实是不存在的。[4]

为了使讨论清晰，我们将斯特里特提出的“进

化揭穿论证”重构为：

（1）进化影响了道德判断

（2）如果道德实在论试图承诺道德属性存在

的话，要么得否认道德判断与道德属性之间的关

系（遭遇哈曼问题），要么得否认进化论的正确性

（与前提矛盾）

因此，

（3）道德实在论立场不正确

从该重构中，人们可以发现道德实在论立场

的正面应对方案之一是：承认（1）（2）但否认（3）。

这意味着我们得寻找到不受进化影响的那一种道

德判断，从而使（1）（2）两前提不足以得到结论（3）。

这并非是多么困难的解决方案，许多哲学家

都曾经面对过“揭穿论证”这种釜底抽薪的论证。

比如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曾经设想整

个世界都是梦的情况，笛卡尔彻底怀疑包括人的

身体在内的所有外部世界的存在。在他看来，人

自以为拥有的所有真信念都是虚幻的。普特南结

合彭菲尔德（Wilder Penfield）的实验成果将笛卡

尔的思想实验精致化了。在普特南的设想中，人

们可能被邪恶科学家施行了脑部手术，脑被整个

切割下来，放进了能维持人类生存的玻璃缸中。

如《黑客帝国》，人们脑的神经末梢被连接在计算

机上，人们所接触到的信息完全是由它输送的，

人们判断不了自己是“缸中之脑”还是生活在真

实的世界。众所周知，笛卡尔的解决方法是“我

思故我在”，即“我思”本身不可能是虚幻的，“我

思”不必遵守虚幻的外部世界的规则。而普特南

则通过“语义外在主义”立场结合“因果指称理论”

论证出“缸中之脑”在逻辑上违反了矛盾律：如果

“缸中之脑”是可能的，就得承认“真命题蕴含了

假命题”。也就是说，“缸中之脑”是既定规则之

外的东西。

人们从笛卡尔解决“梦”与普特南解决“缸

中之脑”的经验中可以发现：寻找能免疫于被怀

疑的东西，相当于寻找既定规则之外的东西。幸

运的是，寻找不遵守既定规则的道德判断的研究

并不少。其中较为有名的是斯坦诺维奇（Keith E. 
Stanovich）的探索。[5] 他认为，按照达尔文的进

化论思想，生物不是自然选择的对象，相反生物

体内的基因才是，因此生物相当于待复制基因的

保险箱。基因为了安全的生存，必须赋予自己所

在的保险箱以自由的智慧，因为仅能够按照设定

程序简单地应对外部突发状况的保险箱必然不安

全。因此该“保险箱”拥有产生规则以外判断的

能力，能做出既定规则以外的道德判断。为了论

证该观点，斯坦诺维奇构筑了名为“机器人叛乱”

的思想实验。“机器人叛乱”的思想实验的内容

是：基因将自己封装在机器人体内。为了完成保卫

自身的目的，基因不得不为装载自己的机器人赋

予某种自由——懂得随机应变来处理突发的危险，

比如能源耗尽时，机器人可以采取当时条件下的

合适方法获取能源。然而当机器人身上的能源即

将耗尽时，机器人实际上有两种选择来延续自己

的生命：一是使用各种手段从外部获取能源；二是

直接使用体内承载的基因的能源（这将导致基因

无法生存）。那么有随机应变能力且被赋予“自由

智慧”的机器人可能做出第二种选择吗？

直觉上，人们难以否认机器人可能做出第二

种选择，人也当然是诸多种生物保险箱里最为灵

活的一个。因此，依照斯坦诺维奇的想法，如果

上述思想实验中的机器人是人，人就可能做出第

二种选择。基于该思想实验，斯坦诺维奇进一步

认为理性就是基因最初赋予人类这架机器人的“智

慧”，而人类思维中的二阶理性必然能使人做出“机

器人叛乱”中的第二种选择，即人们可以做出不

受进化影响的道德判断

格林式实验伦理学的研究者使用问卷调查法

和功能性磁共振影像技术（fMRI）深化了上面的

思想实验，得到了与斯坦诺维奇几乎相同的结论：

基于理性的道德判断能逃脱进化的影响。格林式

实验伦理学的研究者还发现了更多的内容。例如，

研究者发现，人们做出古怪道德判断的理由是大

脑误以为物理距离是道德相关因素。典型的古怪

道德判断是“人们愿意帮助身边人，而不愿意帮

助遥远的难民”。以此为据，研究者更进一步发现，

这样的古怪道德判断是由非理性思考影响的：人们

在面对道德两难问题而做出古怪判断的时候，大

脑中的情感区域比理性区域更活跃。“人们愿意帮

虚拟现实技术对元伦理学困难的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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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身边人，而不愿意帮助遥远的难民”的实验证

据是：身边的人能引起人的情感反应，而遥远的难

民则不能。可以想象，进化使“大脑误以为物理

距离是道德相关因素”，因为在原始社会条件下，

人的祖先面对的不道德行为都是“近身的”或“身

体性”的，所以进化使抵制这类伤害的负面情感

保存了下来。

因此，如果格林式实验伦理学的研究成果成

立的话，人们就确实可以做出两种类型的道德判

断：一种道德判断是由于“非理性思考的参与”产

生的，这种“大脑误以为物理距离是道德相关因素”

的道德判断是受到进化影响的；另一种是比前一种

灵活的道德判断，这种有意识、自主的道德判断

可以逃脱进化的影响。

格林式实验伦理学的研究者似乎能以自己的

研究成果应对斯特里特的进化揭穿论证：（1）（2）

两前提不足以得到结论（3），理由是：进化无法完

全影响道德判断，进化论思想无法为所有的道德

判断提供解释，因为至少有一些没有情感参与的

道德判断需要独立存在的道德属性提供解释。然

而，格林式实验伦理学目前的研究方法在回应该

进化揭穿论证上仍然存在困难，比如人们容易设

想下面的反驳：格林式实验伦理学无法证明古怪的

道德判断是由于物理距离的因素导致的；格林式实

验伦理学无法证明由物理距离因素导致的道德判

断不仅必然伴随着“非理性思考的参与”，而且“非

理性思考的参与”还是这类道德判断出现的充分

条件；格林式实验伦理学无法证明“非理性思考的

参与”必然受到了进化的影响；格林式实验伦理学

无法证明没有“非理性思考的参与”的道德判断

不受到进化的影响。

诚然，上面的有些反驳理由确实会导致格林

式实验伦理学的研究成果无法成功回应斯特里特

的进化揭穿论证，但“进化揭穿论证”的支持者

必须认识到：第一，经验性的科学实验无法保证实

验结果一定为真，它只能是“最佳解释推理”，这

可以简单理解地为：格林式实验伦理学最多只能说

明“非理性思考的参与”与古怪的道德判断存在

联系，不可能说明两者存在充分必然的联系。例

如格林式实验伦理学只能证明“大脑误以为物理

距离是道德相关因素”是最可能导致大脑中情感

较理性活跃的原因。第二，认为所有类型的道德

判断都会受到进化的影响的反驳在逻辑上是自相

矛盾的，因为如果进化论立场正确，那么斯坦诺

维奇的思想实验在逻辑上就必然正确，即不受进

化影响的道德判断是存在的。如果“进化揭穿论证”

的支持者无法接受这两点的话，我们就很容易构

筑“同罪论证”来反对进化论本身：“进化揭穿论证”

与格林式实验伦理学的研究成果是同罪的，因为

进化论不仅是一种无法在概念上永真的经验性理

论，而且这一理论的正确性同样依赖于思想实验

的成立。所以进化揭穿论证的支持者必须认同格

林式实验伦理学的研究成果能回应自己支持的立

场。

不过格林式实验伦理学应该对“进化揭穿论

证”支持者的有效反驳给出回应，比如，格林式

实验伦理学应该通过构筑更好的科学实验方法来

回应上面所说的反驳。格林式实验伦理学研究目

前所采用的问卷调查法确实无法保证“非理性思

考的参与”与古怪道德判断之间关系的可靠性，

可能的缺陷至少有：人们在填写问卷调查时，大脑

必然同时调用情感与理性能力，否则问卷调查表

中的内容是无法被理解的；人们在问卷中所填写的

道德选择很可能不是在道德两难问题中做出的真

实选择。因此，下文将详细地分析格林式实验伦

理学的实验，以发现待弥补的缺陷。

二、问卷调查法的缺陷

2001 年发表于《科学》杂志上的《基于功能

性磁共振影像技术（fMRI）的道德判断研究》[6]

不仅因影响力而成为格林式实验伦理学最具代表

性意义的研究论文，而且还是格林式实验伦理学

研究的“康德式蓄水池”。理由在于：所有采用神

经科学方法研究道德判断的论文和书籍全都引用

了这篇论文，[7] 这篇论文的内容追溯所有与道德

判断研究相关的论文和书籍。[8] 因此，我们将发

掘该文所体现出的格林式实验伦理学缺陷来完成

论证目标。

在《基于功能性磁共振影像技术（fMRI）的

道德判断研究》的实验中，格林与同事们让实验

对象对 60 个两难问题做出回答。当被试做出回答

时，格林与同事用功能性磁共振影像技术（fMRI）
检测被试大脑功能区域的变化。依据 fMRI 技术，

如果大脑的某一功能区域被激活，那么该区域的

血流和氧代谢水平就会提高，大脑功能区域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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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情况就能被完整且清晰的展示出来。该实验中

使用的 60 个两难问题被分为三组：第一组是“近

身的”或“身体性”的，该组中的所有道德问题

或多或少的涉及人身接触，例如天桥难题、器官

移植难题、“雇佣强奸犯”难题（是否可以雇佣人

强奸妻子以拯救破损的家庭）；第二组是非“近身

的”或“身体性”的，这组道德问题的内容要么

不涉及人身接触，要么是不与人直接相关的，例

如电车难题、烟雾难题（是否可以转移有毒烟雾

以拯救多数人）、捐款难题（以省钱为理由是否可

以不给慈善机构捐款）；第三组问题的内容是非道

德性的两难问题，其中的20 个问题都与道德无关，

例如让人判断“打扫院子之前，还是打扫院子之

后洗澡”。

由于功能性核磁共振机的使用，被试完成实

验时的情况与传统实验略微不同。[9] 首先，由于

功能性磁共振机运行时受到金属干扰会使图像有

伪影，所以格林与同事们使用投影技术来向被试

显示两难问题：被试躺在功能性磁共振机里，显

示屏中的内容通过投影方式被展现到眼前。其次，

为了能在狭小的空间内展示两难问题的内容，被

试看到的两难问题被分成了三次显示：前两次显示

两难问题的描述，后一次显示两难问题的可选项

（描述场景中的行为是否合适），被试通过按动手

上“合适”或“不合适”的按钮来做出选择。再其次，

由于 fMRI 的工作原理是测量脑的血流与氧代谢水

平，所以被试不能以任意的速度完成实验：格林与

同事们将被试面对两道难题之间的时间间隔设置

为至少 14 秒。最后，为了更好地保证 fMRI 测量的

准确性，格林与同事们使用“浮动窗口”（floating 
window）技术连续生成被试做出选择时的 8 张脑

部图像：做出选择之前拍摄 4 张脑部图像、正在做

出选择时拍摄 1 张脑部图像、做出选择之后拍摄 3
张脑部图像，然后计算脑部活跃程度的平均值。

格林与同事们认为人们在电车难题与天桥难

题中做出不同选择的原因与情感有关，比如人们

在处理天桥难题时，判断过程有情感的参与，而

处理电车难题时，情感则没有参与。于是格林与

同事们做了三个假设：与思考电车难题时相比，人

们在思考天桥难题时，与情感相关的脑部活动更

多；消去情绪因素对判断的干扰，或者延长做出判

断的时间，人们可能不会再做同样的判断；当人们

处理道德难题的时间较长时，人们做出的判断是

与情感性反应相反的（比如认为在天桥难题中牺

牲胖子的生命是道德上允许的）。

第一个实验的内容是：9 名被试在功能性磁共

振机的监测下回答了上述 60 道两难问题。实验发

现，被试在处理第一组两难问题时，大脑中与情

感有关的区域的活跃程度相较于处理第二、三组

时存在非常明显的不同，大脑中有关工作记忆的

脑区的活跃程度则相较于第二、三组明显不足（大

量实验表明：大脑在进行情感处理时，工作记忆功

能的使用会明显较少）。然而情感区域和工作记忆

区域活跃程度的差别在被试处理第二、三组问题

时并不显著。第二个实验的内容和方法与第一个

实验基本相同，但第二个实验对被试回答问题的

反应时间做了测试。实验发现，在面对第一组两

难问题时，被试做出不符合情感干涉的选择（例如，

在受到情感干涉的情况下，认为从天桥上推下胖

子是道德上允许的）的反应时间明显长于做出符

合情感干涉的选择时间。与此相反，在面对另外

两组问题时，无论被试是否做出符合情感干涉的

选择，反应时间都没有显著的差异（但做出允许

选择的时间比做出不允许选择的时间稍短）。格林

与同事们认为这两个实验的结果验证了上段所述

的假设。

格林与同事们已经想到自己实验的结论在效

力上可能出现困难：（a）被试反应时间的快慢不

能代表是否受到了“情感干涉”，被试反应较慢可

能是因为给出了反常规的选择（如认为从天桥上

推下胖子是道德上允许的）。（b）被试在面对两难

问题时产生情感反应的原因可能差别较大，比如

描述难题的词汇可能是引发情感反应的原因。格

林与同事们对两者的回应是：对于困难（a）而言，

第一组中的道德难题可以区分情感性与常规性的

回答方式，比如格林与同事们认为在杀死婴儿难

题（如果不杀死哭闹的婴儿，那么婴儿的哭闹会

招致包括婴儿在内的所有人死亡）中，同意杀死

婴儿这一选择是与常规不符的，理由是：被试做出

反应的时间明显长于情感选择与常规选择相符的

情况。对于困难（b）而言，格林与同事们在使用

60 道两难问题之前进行了一个实验。在这个实验

中，格林与同事们按照标准筛选了情感词汇与非

情感词汇，fMRI 的图像显示人们在阅读这些词时

大脑活动没有显著的差别。所以，格林与同事们

认为被试大脑情感区域的活跃不能被归因为难题

虚拟现实技术对元伦理学困难的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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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述方式。

卡亨（Guy Kahane）与贝克尔（Selim Berker）
的两篇重要批评性论文延展了（a）（b）两个设想

的内容。在《错误的方向：道德心理学的过程和内

容》[10] 一文中，卡亨通过设计新的难题说明（a）

困难的程度被格林与同事们低估了。比如人们在

回答“撒谎可以保全陌生人的生命，所以撒谎在

道德上允许吗？”这一新的难题时，fMRI 图像显

示：当人们认同不撒谎的选择时，大脑的情感脑区

不活跃，相反，当人们做出撒谎选择时，大脑的

情感脑区活跃。这说明上述关于（a）的回应考虑

不够充足：回应（a）时不仅要考虑情感反应与常

规相符和不符的情况，还得考虑情感反应与常规

反应无关的情况。从实验的角度来说，这意味着

人们做出较慢的选择时不一定处于情感的挣扎中，

而且这种情况的实验数据无法被方差分析筛选出

去。

贝克尔在《神经科学没有规范性价值》[11] 中

为（b）添加了更多的内容。他认为格林与同事所

使用的 60 道两难问题中的“建筑师难题”（在不可

能被发现的情况下杀死老板是否可以）和“雇佣

强奸犯”难题不是道德两难问题，理由在于：“不

可以杀死老板”和“不可以雇佣强奸犯”是社会

人的常规反应，并不涉及道德判断。因此，这种

非道德性的难题属于第三组两难问题。贝克尔还

指出“近身的”或“身体性”的行为与情感反应

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近身的”或“身体性”

的行为不必然导致情感反应，情感反应也不一定

是由“近身的”或“身体性”的行为直接引起的。

而且，在他看来，如果事先承认两者之间存在因

果联系，格林式实验伦理学的研究就“乞题”了（科

学不能进行非描述性研究）。

我们认为以上责难可以归结为格林式实验伦

理学研究的三种缺陷：一是不保真：面对两难问题，

人们做出的选择并不一定是由情感导致的；二是错

误响应：实验者可能误将非道德问题当作道德问

题进行研究，而且不同的人对“道德”的看法可

能不一致；三是延后性：实验结果无法直观和直接

的得到，实验预设需要依赖推理进行验证。显然，

格林式实验伦理学的这些缺陷是由实验所使用的

问卷调查法导致的，因为 fMRI 是一种按照血流量

和氧代谢水平生成数据的客观技术（它不与实验

对象发生直接关联）。

三、采用虚拟现实技术

第一，我们认为格林式实验伦理学的研究者

为实验增加前测并不能排除其他因素对情感的干

扰，因而这种做法是无法回应“不保真”缺陷所

造成的困难的，理由并不是因为该方法需要排除

太多的“其他因素”，而是因为“其他因素”的本

质属性完全无法确定。以反事实推理可引发情感

波动 [12] 为例，最初心理学家发现人们在回应“如

果……那么……”（格林式实验伦理学的实验中的

60 道两难问题都采用了这样的描述）这样的反事

实推理句后，大脑中会产生情感反应；后来心理

学家又发现，如果没有真实的生活经验作为对照，

反事实推理是无法完成的，因而认为情感是引发

认知对比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相应的情感经验

作为基础，人们不会对“如果……那么……”产

生反应）；最后心理学家却又发现，情感既是反事

实推理的起点，又是反事实推理的结果，两者处

于往复循环的迭代关系中。这说明“情感”与“其

他因素”两者可能具有相同的本质属性，按照“概

念是反应一个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13] 的

说法，“其他因素”只是一个语词。因此，“其他因素”

的内容是完全依赖于实验者对被测试群体的挑选

标准的。

第二，我们认为格林式实验伦理学的研究者

无法通过招募不同背景的被试来回应“错误响应”

缺陷所造成的困难，因为这样的做法将使格林式

实验伦理学的研究结果的效力大幅降低，至少无

法再回应行文最初所述的元伦理学困难：承认仅

有一部分被试能做出不受进化影响的道德判断已

经放弃了完全的道德实在论立场。而且，如果格

林式实验伦理学的研究者招募了不同群体的被试，

问卷调查法的缺陷还会被放大，使研究者招来更

多其他种类的指责。不难想象出下面的情况：不同

背景的群体会拥有不同的关于道德的想法、不同

的两难问题分类方式适用于不同的群体、不同背

景的群体拥有不同的理解两难问题的方式、不同

的两难问题的表达方式适用于不同的群体。要想

弥补这些新出现的缺陷，格林式实验伦理学的研

究者就不得不大量修改两难问题的内容，比如需

要针对建筑师群体将描述“建筑师难题”时使用

的“如果……那么……”句式去掉，因为该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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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建筑师来说已经不再是假设推理，原有“建

筑师难题”所能检测的东西在建筑师身上已经完

全不同了。这样一来，格林式实验伦理学的研究

者得面临修改过的两难问题不是原有两难问题的

指责。不仅如此，格林式实验伦理学的研究者还

得面对实验数据无法汇总和比较的困难，因为实

验的数据完全依赖于实验者对被测试群体的挑选

标准。

第三，我们认为格林式实验伦理学的研究者

无法通过改进问卷调查法回应“延后性”缺陷所

造成的困难，因为这实际上是经验科学的固有问

题。许多哲学家都曾经指出过该问题。以休谟为例，

在他看来，人们没有理由在看到太阳照射石头并

使其发热后认为石头热的原因是太阳，即必然且

普遍有效的因果关系是不存在的。康德后来虽然

做出了“哥白尼式”的认识论革命，认为因果关

系实际上是人们自身具有的先天认识形式，但这

种做法只是丰富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形而上学

因果实在论立场的版本库，并没有消除“因果关

系”的预设：康德必须将“因果关系”预设为先天

认识形式。而且即使我们设想格林式实验伦理学

可以在不借助推理的情况下通过某种直接或直观

的方式来验证实验假设，格林式实验伦理学研究

的目的也依然会打折扣，理由在于格林式实验伦

理学与“进化揭穿论证”是“同罪”的：一旦格林

式实验伦理学的研究者抛开“进化揭穿论证”所

使用的形而上学预设得到实验结果，将会使自己

的实验结果处于更困难的境地（如本文最初所述，

格林式实验伦理学将需要担保自己的实验结果“永

真”）。从这一角度来说，格林式实验伦理学的效

力是依赖于“延后性”困难的。如果承认康德的

解决方法，虽然格林式实验伦理学研究者必然与

被测试群体具有相同的先天认知形式，但“延后性”

这一困难仍然完全依赖于实验者对被测试群体的

挑选标准。

依据上面的分析，人们可以知道，格林式实

验伦理学的研究者难以正面应对问卷调查法的三

个缺陷所造成的困难，而且这些缺陷都是完全依

赖于实验者对被测试群体的挑选标准的。这似乎

意味着格林式实验伦理学研究者只有抛弃被试群

体才能使自己的研究结果更好地回应“进化揭穿

论证”。然而，放弃被试群体等同于放弃实验，这

将使格林式实验伦理学陷入更难以回应的自败困

境。我们认为，格林式实验伦理学达成回应元伦

理学困难的目的并不必依赖问卷调查法，这意味

着，格林式实验伦理学可以采用其他实验方法来

克服它所造成的困难。虚拟现实技术是符合要求

的其他方法之一。采用虚拟现实技术，格林式实

验伦理学的研究者可以克服“延后性”困难：通过

改变实验内容向被测试群体呈现的方式，研究者

能使原本需要借助推理来验证的实验预设不再仅

仅依赖于被测试群体的挑选标准。当被试不通过

文字的方式获取两难问题的信息而通过形象的方

式感受两难问题时，被试群体的情绪将完全不受

阅读和回答两难问题的影响。而且在采用虚拟现

实技术的情况下，两难问题的分类与被试关于“道

德”的理解完全不影响格林式实验伦理学得出“人

们可以做出不受进化影响的道德判断”的结论。

此外，依照本文第二部分描述的被试完成格林式

实验伦理学实验与传统实验不同的情况，格林式

实验伦理学的研究者采用虚拟现实方法进行实验

是实际的。

四、结　　语

本文首先论证了格林式实验伦理学的研究结

果能回应“进化揭穿论证”造成的元伦理学困难：

格林式实验伦理学的研究结果可说明两种道德判

断类型存在，即可以得到“人们可以做出不受进

化影响的道德判断”的结论。据此基础，通过详

细地分析格林式实验伦理学最有影响力的论文，

本文概述了上述结论可能被否证的原因：格林式实

验伦理学所使用的问卷调查法具有不保真、错误

响应与延后性的缺陷。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本

文指出达成“人们可以做出不受进化影响的道德

判断”结论的可行方式之一是采用虚拟现实技术。

我们认为，在结合问卷调查法与虚拟现实方法的

情况下，问卷调查法原先引发的三种困难能被虚

拟现实技术克服，这将使格林式实验伦理学的研

究成果更好地回应“进化揭穿论证”所造成的元

伦理学困难。

然而，在采用虚拟现实技术解决元伦理学问

题的同时，我们必须面对另外两个问题的挑战：虚

拟现实技术中人们做出的道德判断是不是真正的

道德判断？什么虚拟现实条件下的道德判断才不

是真正的道德判断？如果承认翟振明所谓的“虚

虚拟现实技术对元伦理学困难的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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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现实在本体论上等同于现实实在”，[14]那么人们

将又一次陷入彻底的怀疑论中，面临比笛卡尔的

“梦”和普特南的“缸中之脑”更为棘手的困境，

因为在虚拟现实的世界里，“我思故我在”、“语义

外在主义”和“因果指称理论”已经不再能帮助

人们辩识何为现实、何为虚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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